
“救世军”与战时上海难民救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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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救世军”并不是军队，而是一个具有浓厚基督
教色彩的国际公益慈善组织。以“救世军”为名，既
宣示以“基督”名义开展慈善活动的宗旨，又表明其
军事化的组织架构和行政方针。“救世军”将宗教信
仰与慈善活动紧密结合，在近代以来战时救济、弱
势群体保护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。现阶段国内关
于“救世军”的研究，主要集中在“救世军”早期活动
层面，相比之下，对其抗战时期在华开展的难民救
济活动关注甚少。①本文旨在梳理“救世军”上海救
济难民史实，分析战时中国普通民众及各方势力与
“救世军”互动的多重原因。

１　舆论视角下“救世军”在华的主要救济
活动

　　由于“救世军”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，故活动
范围随英美传教士布道而逐步扩展。中国关于“救
世军”报道，最早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初期。１９０５年

８月，《大公报》转引路透社消息，报道了“救世军”
布士将军的设想：“希望当年秋天能够在日本举行耶
稣救世军大运动会”。关于这一设想的目的，布士
并不隐晦，指出意在“先基督教化日本，而后籍日
本之力，以教化亚细亚全洲”②。在日本站稳脚跟
后，英国陆军大臣随即提出“英国救世军即当在韩
国起首先办理，而在中国尤其应预先筹办”③。此
后，随着“救世军”与中国联系日益紧密，国内关注
度逐渐增加。通过“救世军”在亚洲扩展的历史，不
难看出其扩张的动力，一方面来自本身的基督教信
仰，另一方面又受其背后政治力量推动。正是因为
“救世军”宗教信仰与政治力量高度重合，才使得二

者均对其在华的救济活动产生深刻影响。

１．１　营救与安置战时难民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“救世军”积极开展多项救济
活动，首要的是收容无家可归的难民。“八·一三
事变”爆发后，为躲避日军狂轰滥炸和凶残杀戮，

数万难民涌入租界，“救世军”在协助难民避难转移
至租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面对“并未携有食
物，所抰衣物甚少”的５　０００个难民，“救世军”每日
“下午六时卅分之前至少将供应热食一份，另备巨
量米饭，送往白利南路，供食在该处过夜之难
民”④。同时，“救世军”还与国际红十字救济委员
会、上海慈幼会等其他慈善机构密切合作，通过多
种方式，收容、救济、安置难民。

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，国际红十字救济委员会与中日
当局谈判，确定在上海南市设立安全区，开展战时
人道主义救助活动。同为国际性慈善组织的“救世
军”与红十字救济委员会密切协作，“营救难民一万
二千名，引入租界，早晚发给米饭馒头”⑤。在保障
难民日常饮食供应的基础上，“救世军”还协助难民
转移到相关收容机构，妥善安置。对于转入租界的

１２　０００名难民，除将“四千余人送海格路收容所，

二千分送至一二三收容所外，其余六千余名至小沙
渡第四收容所”⑥。

“救世军”还承担了部分难民收容机构的管理工
作。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，工部局将其管理的交通大学难
民收容所交“救世军”管理。“救世军”接管后，采取
了一系列改善措施。尤其是积极与红十字救济委员
会协调，得到海外侨胞捐助衣物３０万件，平均每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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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得５件，有效解决了难民过冬问题。⑦

１．２　募集与捐助物资

开展形式多样的善款与物资募捐活动，是“救
世军”在抗战时期在华救济活动的又一重要内容。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“救世军”在华进行了一系列

募捐活动。１９３８年４月，“救世军”在香港举行募捐
活动。《申报》评价道：“在此国际风云紧急，商业凋
敝之时，该军不断努力，从事救济与鼓励之工作，
中日战事爆发后，救世军对于难民之救济曾有不少
之功绩。”⑧此次募捐活动得到香港社会各界的大力
支持，香港华人兵灾筹赈会捐款１　０００元作为“救世
军”在港的工作经费，中国红十字会驻港办事处捐
赠３０箱牛奶。《申报》还特意提醒：“如有捐助者，可
交九龙界限街二号，救世军本部，或香港云咸街南
华西报代收。”⑨

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，“救世军”募捐活动日益
增多，社会各界的捐赠热情也日渐高涨。１９３９年

２月，“救世军”在上海开展募捐活动，五天内募集
善款１８　５２２元，而社会各界“仍有继续不断之捐
助”瑏瑠。此次募捐活动共募集善款４万元，善款主要
用于“维持四万三千之难民”瑏瑡。自１９３９年至抗战结
束，“救世军”通过年度募捐活动，筹措救济难民经
费，总额达到数十万元。随着社会各界捐助热情日
趋踊跃，募捐数额持续增加，例如１９３９年４万元，

１９４１年达１７万元。
收容与募捐，是“救世军”两个紧密联系的救济

活动，各自发挥独特的作用。“救世军”广泛设立的
收容机构，不仅为流离失所的难民提供了避难之
地，还通过设立内部的学校、医院，为儿童和伤员
提供特殊教育与紧急救护。募捐活动所募善款与物
资，不仅为收容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，而且加强了
对原有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力度，缓解了社会不安
因素，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一定作用。《申报》曾以
《救世军是贫民的救星》为题，大篇幅报道其在沪救
济活动，并对“救世军”在沪负责人马瑞山中佐等人
称赞道：“他们努力工作的结果，和许多艰巨工作的

成绩，已经把这种工作很顺利地开展。”瑏瑢普通民众

踊跃参加“救世军”各项募捐活动，以实际行动，表

达对其善举的支持。一位捐款者这样道出了自己捐

款的动机：“深悉救世军工作之伟巨，对沪上不幸华

人及外侨援助甚多，故个人慨捐万元。”瑏瑣

２　“救世军”与租界当局的战时合作

抗战时期，“救世军”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开展救

济活动，与其同租界当局合作密不可分。

２．１　双方在难民收容与安置上的合作

首先，协助难民转入租界。淞沪抗战爆发后，

大量在沪难民逃入租界避难。仅“沪西铁路以外，

难民聚集至四五万人，纷纷欲入租界”瑏瑤。在此情况

下，“救世军”与工部局首先要确保战时难民的安全

转移。在获得工部局同意后，“救世军”派军长马瑞

山、副军长马克礼协助难民救济，利用工部局的四

辆卡车，将一万多难民转移出交战区。“救世军”还

利用自己非政府组织的特殊地位，在救援活动中发

挥独特作用。工部局车辆不能驶入华界，当“华租

两界交通阻碍，几至无法送人”之时，全赖“救世军

军长惠司脱援助，向英军接洽，临时放行给养车

辆，并由工部局探长汉特发给给养车证照，由该会

按日派车前往发给，方使难民生命得以维持”瑏瑥。可

以看出，正是由于“救世军”与工部局的密切协调与

配合，才使得难民转移与救济得以顺利有序开展。

对此，《申报》评论说：“此次工部局当局，及英军及

西侨方面之倾心援助，同胞数万得以救济，此诚最

可以感激之一事。”瑏瑦

其次，开展难童教育救济。“救世军”除满足营

中难民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外，还兴办学校，使营

中的青少年在战时仍然能够接受教育。这一举措得

到了包括租界当局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广

泛关注。《申报》在报道难民营中所举行的难童识字

学校开学典礼时曾说：“五万难民，三千子弟，一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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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济，盛况空前”瑏瑧。与此同时，“救世军”还通过创
办儿童职业补习学校，为流浪童丐提供收容及学习
的场所。

２．２　工部局对“救世军”的经济资助

为解决开展救济活动所需要的资金问题，“救
世军”发起社会募捐，募集所需善款及物资，其间
工部局通过多种途径，对“救世军”的经济资助起到
了重要作用。
首先，支持“救世军”募集难民基金。为解决上

海难民问题，上海慈善机构共募集善款１００万元作
为基金，用于建设难民安置房屋。１９３９年冬天，上
海难民救济工作形势严峻，工部局华董虞洽卿与袁
履登分别出任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主席和秘书长，与
“救世军”密切合作，积极开展救济工作。工部局鉴
于“天气寒冷，路上冻尸累累”，决定“提出国币一
千元，补助救世军冬振经费，以便煮备米粥，分施
于街头饥群”，以此“保全多数贫民生命”瑏瑨。
其次，提供固定补助款。工部局年度预算中给

予“救世军”固定补助，以１９４１年为例，是年发给救
世军５　０００元瑏瑩，成为“救世军”资金重要来源。

２．３　双方战时合作的现实考量

淞沪抗战前后，由于国民政府迅速撤离，作为
租界管理机构的工部局，实际上承担了战时在沪难
民的救济与管理工作，“救世军”在此期间与工部局
配合，开展难民救济。“救世军”与租界当局之所以
能够良性互动，首先得益于其难民救济成为稳定租
界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这一事实。租界当局支持
“救世军”的救济活动，不仅能够为其赢得民众特别
是租界内中国民众的好感，而且借助带有宗教色彩
的“救世军”的宣传与救济活动，一定程度上能够消
解租界内的不稳定因素，稳定社会秩序。正如“救
世军”在法租界举办的罪犯假释活动时所说：期望
罪犯“改过自新，奋发向上，若仍怙恶不悛，则下次
被捕后，未满徒刑，仍须照常”瑐瑠。
其次，“救世军”本身所具基督教色彩，亦是一

个不可忽视的因素。由于基督教在英美等国的巨大

影响力，包括部分租界管理人员在内的大量在华基

督教徒，积极参与到“救世军”的慈善活动，双方在

宗教信仰上的相通性成为工部局对“救世军”在沪开

展难民救济活动提供支持与协助的又一重要因素。

３　“救世军”与英美官方的战时互动

深入观察战时在华活动，可以明显看出“救世

军”实际上得到了英美官方某种程度的支持和保护。

３．１　英美官方对于“救世军”在华活动的有限介入

　　１９３８年５月，在“救世军”中供职的美国职员旦

普斯特在通州被暗杀身亡，美国政府立即向日本占

领当局抗议，要求尽快缉拿并严惩凶手。日本方面

迅速通知美方：“严令通州县长即日将凶手捕获，并

惩办与此案相关之其他负责人。”瑐瑡一名公益慈善组

织成员身亡，引起美国政府如此强烈的反映，美日

双方对此事件的态度及处理方式值得玩味。

抗战期间，“救世军”一直被日方指间谍组织，

不仅对其中日籍人员以“籍信仰为掩护，损害国家

思想者，不得不采取严峻之行动以对付之”瑐瑢为由加

以逮捕，而且驻守北平的日本宪兵还多次盘问其高

级人员在华北的活动情况，并加以监视。在此情况

下，英美官方过度介入，会给日军进一步打击“救

世军”口实，因此如何巧妙表达政府对“救世军”在

华行动的支持态度，需要美国政府认真思考。美国

政府的理由是，保护本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为一国

政府的天然责任。基于对国际局势考虑，日本只能

接受美国的强硬立场。但是如何尽可能支持 “救世

军”，而又不过分激怒日方，英美政府一直采取折

中方案。例如１９４０年，当日本宪兵约谈华北“救世

军”领袖，并搜查相关机构时，英国总领事态度暧

昧，对日方“不愿有所表示”瑐瑣。对此，《申报》指出原

因是“此事或将听候伦敦决定”瑐瑤。

此外，虽然英美官方并没有直接参加“救世军”

救济活动，但对英美各界人士行为，则持开放态

度。抗战期间“救世军”募捐活动中，可以看到英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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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界人士的身影。１９４０年１月，“救世军”举办汽车
施粥活动，一位六岁的英国儿童“闻贫民倒毙街头
之讯，深为感动”，第二天清晨携其母“捐赠衣服鞋
袜多件”瑐瑥，一位英国商人捐款千元予以协助。比英
籍商人和儿童更为引人关注的是，部分具有官方色
彩的英美籍人士参与“救世军”的活动。美国亚洲舰
队司令雅纳夫妇，在“救世军”１９３９年举办的年度
募捐中“捐巨款”瑐瑦，借以表示支持。作为非政府性
质的慈善组织，募捐活动能够得到英美官方人士的
支持，在战时状态的特殊时局下引人注意。

３．２　英美官方对于“救世军”态度的两面性

如前文所述，英美官方对待“救世军”救济活动
处理方案具有明显的两面性。英美政府之所以如
此，一方面，由于日军对“救世军”的救济活动早已
深感不满，只是碍于其非政府组织性质，不便公开
干预，而一旦英美官方介入，不仅会使“救世军”非
政府组织的性质改变，给日方以干涉口实，也会引
起英美政府与日本直接冲突，这与英美的国家利益
并不相符。另一方面，由于德日两国的结盟意图日
益明显，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日
益凸显，英美政府逐渐意识到需要通过一些必要手
段支援中国抗战，而其对“救世军”提供间接协助与
支持，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此外，基于“救世军”所具有的基督教色彩及在

英美等国社会的广泛影响，特别是救济在华的英美
侨民，使其母国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手段，提供支
持和协助。事实上“救世军”通过英美官方的间接支
持，收到了一定的急需物资和善款。
应当指出，英美官方对于“救世军”在华救济活

动的折中态度是当时国际形势与基督教在英美社会

巨大影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在完全卷入对日战争
之前，英美官方一方面透过对“救世军”在华救济活

动的协助，不仅对中国坚持抗战的支持，而且也向本
国民众传递不会轻易向法西斯势力低头的态度。当
然，官方不直接介入的立场，虽能避免给日军以口
实，但对“救世军”的活动则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。

４　结　语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“救世军”在上海、广州、香
港等沦陷区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难民救济和善

款募集活动，受到社会舆论的赞誉。“救世军”能够
取得一定的成就，离不开各界人士，特别是租界当
局及英美官方的支持和协助。正如“救世军”在沪总
指挥马瑞山在调离中国之前的告别演说中所指出的

那样：“救世军自成立以来七十年中，其努力之社会
工作，曾未有沪战发生后处置难民问题之艰巨者，
战后各处迁避来沪之难民不下六万八千人，赖各团
体之苦心经营，始将此一问题解决。”瑐瑧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救世军”在华开展的战时难民

救济活动中，国民政府几乎处于完全缺位的状态，
代表外国在华势力的租界当局扮演了重要角色，这
不能不说是一种非正常现象。虽然全面抗战爆发
后，由于大片领土相继沦陷，国民政府无法对“救
世军”的救济活动进行相应的规划和管理，只能依
靠施肇基等官方色彩人士参与募捐来证明其存在，
这种近乎完全缺位的做法，实际上表现了其对沦陷
区影响力的脆弱性，更表明其在沦陷区无法有效的
开展民众动员。
纵观“救世军”抗战期间在华开展的战时救济活

动，可以看出其中各方势力角逐的影子，“救世军”
在各方的博弈中，积极致力于各种战时难民救济活
动，并利用其非政府组织的性质，游走于各方势力
中间，尽一切可能为其救济活动提供便利，为抗战
时期在华难民的救济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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